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面对国势衰落、民
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

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

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

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同

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趋变求

新”与“新民教育”的特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

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

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

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

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

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
《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

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 学恶乎立?立于教! ”[2] 并且认为，

“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

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 梁启超把“育

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

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

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

科举。”[2] 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

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

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

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

备军的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
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

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

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

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

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

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

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

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

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

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

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3]，因此选取的人，

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3]，甚至官至公卿高

位，“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

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3] 因此，他在《公车上

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

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

侮。”[3] 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

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
“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

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

不久之后的 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

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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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的。
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

障碍，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代的教育制

度是与近代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因此，许多近代学者

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

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倡导在

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

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

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

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因此，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模

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

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

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
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他所制订的

教育制度，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

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
同时，在梁启超“开学校”的教育主张中，他特别重视

“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它显示了

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的真知灼见。他

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

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
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

法图强才能成功。因此，他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

的“中体西用”说，主张“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建议中

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

人才。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就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

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本。
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因此，他在《上南皮张尚书论

改书院课程书》中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以六经诸子为

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

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天下之法;以按

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

天下所当有事。”[2] 梁启超的上述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

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

的地方。
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

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梁启超曾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

人”[2]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

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

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2]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

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学校”，直

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不仅如此，梁

启超还专门撰写的《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

题。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梁启超视师范教育为学校

教育的“母机”，这个教育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

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

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的

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梁启超作为近代维

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

育，也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男女平权，

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5]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

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

“实祸天下之道”。 梁启超把女子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提

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上，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

强，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

也”[6]。中国兴女学，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同时他明确的指

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6]，认为中国

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因此，他要求中国的有志之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

制”[11] 大力兴办女学。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梁启

超以其超凡的气力提出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思想，可谓

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绽开的一支奇葩，馨香四溢。当然他的

关于妇女教育思想中也残存着封建主义的东西，但这不能

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社会

大变革时代，受新旧两代思想的影响，一生都在新旧之间

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虽然思想有过反

复，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在“教育救国”
方面，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并且进

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他认为在中

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只有进行教育改革才能救中国，

传统八股取士制度必须得到改变，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

建立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以为国家的救亡图存提供大

量的各类型人才。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

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 他在

《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新民云者，非欲吾民

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
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 他认为，教

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
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

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新民”，不应墨

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而应对固有文化加磨砺扬弃，从

中出新;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而以其补足传统文

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求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

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

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

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

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

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

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

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

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

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下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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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68 页）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

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

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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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识谢，居士别宗雷。迹向尘中隐，书从谷口来。
药栏遭鹿践，涧户被猿开。野鹤巢云窦，游龟上水苔。
新欢追易失，故思渺难栽。自有归期在，劳君示劫灰。
诗中流露出的因仕宦坎坷，意志消沉，羡慕在大自然

环境里生活的情绪，在一些大历诗人的诗歌中都有可以感

受到。他们身在生活之中却向往尘世之外，生活的矛盾无

法解决，只好逃避现实，又不能忘怀现实。大历诗人较之盛

唐，则更多地回归对自身“内在”的关照。他们不求胸襟的

开阔，而是通过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并以奇妙的构想和有

意的雕琢，留下了一些精巧诗句。如，“归荧入草尽，落月映

窗沉”（李端《宿山寺思归》）；“叶落搅乡梦，鸟啼惊越吟”
（朗士元《宿杜判官江楼》）；“栈霜朝似雪，江雾晚成云”（司

空曙《送崔校书赴梓幕》）等。这些诗句或状景，或托景言

情，气魄求小，内敛清丽而富有韵味。大历诗人对外部民生

疾苦的同情极有限度，更多对人生抱有淡泊情怀，不希望

大鹏之志却偏于冷淡，“一官今懒道，双鬓竟羞看。莫问生

涯事，只应持钓竿。”（朗士元《长安逢故人》）真正做到“道

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荒疏空掩门”（韦应物《寓居沣上精舍

寄于张二舍人》）之境。大历诗人选择佛、道理念充实思想

修身养性、保命全身，终于摆脱了盛唐关照现实、积极入世

的诗风，将诗歌带入人的内心世界，不能不说是他们带来的

诗歌新风貌。
在诗歌审美与写作技巧上，由于大历诗人冷淡、出世、

关注内心体验的特点，他们的诗歌往往以孤、寒、日暮等为

意象，以冷、淡、纤弱、闲远为美。蒋寅在《大历诗风》中概括

大历诗人审美趣味变化：“由崇尚汉魏风骨，转向追慕以谢

眺为代表的六朝纤弱之风，由阳刚之美转向阴柔之美，由

健朗的气骨转向悠远的韵致，由豪迈的气势转向幽隽的情

调，有雄浑凝重的格调转向清空闲雅的意趣。”并且他们诗

中常对“幽”、“寒”情有独钟，如“空空古廊殿，寒月落斜

辉。”（卢伦《长门怨》），“寒门带雪飞，日暮雁门关。”（刘长

卿《送薛承矩秩满北游》）。写作技巧上，大历诗歌更加注重

字句的雕琢，宁“显诗才”精加锤炼，而不求文字的浅显流

畅。同是悲秋，杜甫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的酣畅，刘长卿则用“寂寞江亭下，江风秋气斑”一个反复

锤炼的“斑”字，本想表现秋日金色阳光与红木叶相辉衬而

点缀江亭的景色，却不禁给人生涩之感。这难道不充分表

现了大历诗人望求“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变革”精神？

尽管他们的求变与“突破”并未见得比先前进步，但这份

“不苟同”的开拓精神，值得称道。
大历诗风对突破盛唐诗风付出的努力，在今天看来并

不成功，真正取得“创新”成效的是韩孟、李贺。创作技巧上

有“郊寒岛瘦”的苦吟之风，将大历诗歌字句雕琢发挥到极

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韩愈、李贺的求怪尚奇，重

点是在审美和意象上对盛唐诗沉雄博大、气韵悠远风格的

突破；还有韩愈的“以文为诗”，更是整个中唐诗人对突破

盛唐诗风所取得的最大进展。“以文为诗”这个说法来自北

宋沈括，“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儋，而格不近

诗。”（《临汉隐后诗话》）今人阎琦对此有一个基本的界定：

“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指诗多赋体（叙事体），好直说，以古

文章法、句法为诗，以议论为诗，诗兼有散文体裁等。”（《韩

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36 页）这样的诗风

转变，只能是散文大家韩愈所能创。韩愈是著名的文、诗大

家，他笔下也常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般
酷似盛唐诗的名句，而他却创造性地把写散文的句法、用
字融入诗歌的“新鲜尝试”，用字不计重复、比避虚实，如他

写《落齿》“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

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完全似字数相同的散文

句。还有他以议论为诗句：“木之就规矩，在梓 匠轮舆。人之

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符读书

城南》）韩愈以文为诗的革新尝试，将中唐诗人为摆脱盛唐

诗歌高峰而做的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次。可惜不久，他

的这份新尝试与他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样并未随之被人承

袭，而是在宋人那里又得新生。
与此同时，盛唐的强大影响并未随着中唐诗人努力突

破、变化而遗失，它的灵魂尤其在新乐府诗和众多学仿盛唐

诗人作品中流传着。时至晚唐，这种影响重新回潮。尽管晚唐

社会已盛事气数殆尽，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

之感，但盛唐诗歌中招牌式的深沉大气，流转自然，关注社会

民生、风物、历史的特色，仍留存在“小李、杜”与杜荀鹤、皮日

休的字里行间。直到宋诗在面临“如何突破前代唐诗高峰”
的重大课题时诗魂的真正过渡才实现，而殊不知在两百多

年前的中唐时代，它便已有了一次次并不显眼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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